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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演化的认知视角 

——从个体社会学习出发探究文化动态性* 

陈维扬 1  谢  天 2 

(1 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 成都 611130) (2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心理学系, 武汉 430072) 

摘  要  文化演化是多学科共同关心的文化研究主题。文化演化的认知视角是心理学家切入该研究主题的一

种方式, 它着眼于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个体认知, 研究个体在社会学习过程中对文化信息的加工、改变、记忆与

提取。文化演化的认知视角借用达尔文生物演化理论, 涉及文化传承、创新、选择三个子领域, 提出了文化演

化的三原则: 遗传、变异、选择。文化传承的路径包括模仿和教导, 类型分为工具性与习俗性文化传承; 文化

创新具有层次性, 人类特有的累积性文化演化建立在文化创新的基础之上, 体现了文化创新的代际传递; 基

于行为生态学和人类认知机制的文化选择造成了文化信息的差异化适应。未来研究可以从研究概念、研究思

路、研究方法三方面推进认知视角下的文化演化研究, 探索更高层次的文化创新, 扩展文化演化的前因变量, 

结合新技术加深对文化演化的理解; 发挥文化演化对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助推作用, 研究文化混搭、个性心理特

征对文化演化的影响。 

关键词  文化演化, 社会学习, 文化传承, 文化创新, 文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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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类文化的根基是什么？” (What are the roots 

of human culture?)这是 2005 年《科学》创刊 125

周年之际列举的 125 个科学前沿问题之一(Kennedy 

& Norman, 2005)。文化的根基, 包括文化从何而

来, 如何演变, 以及为什么会变化等一系列问题, 

这些正是文化演化(cultural evolution)研究关心的

核心议题。文化演化研究借鉴了达尔文的生物演

化理论, 提出了探讨文化变迁的独特路径(Mesoudi, 

2017)。 

“文化”在文化演化领域中被具体化为能够影

响个体行为的一切信息, 包括信念、知识、工具、

技术、态度、规范、语言等(Mesoudi, 2017)。人

们通过教导、模仿以及其它形式的社会传递(非遗

传性传递)来获得这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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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演化概念取材于生物演化。对于生物演

化而言: 在那些有助于差异适应的特征中, 父实

体和子实体之间存在相关性; 种群中不同实体的

特征各不相同; 这些实体有不同的存活率和繁殖

率。这分别对应于生物演化的遗传(inheritance)原

则、变异(variation)原则、选择(selection)原则。而

Mesoudi (2016)将生物演化三原则迁移到文化演

化领域, 指出文化演化也遵循类似的三原则: 文

化信息通过社会学习机制在人际间传递(遗传原则); 

文化信息在传递过程中表现出变化 (变异原则 ); 

文化信息有不同的保存率和再生率(选择原则)。 

文化演化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 涉及文

化人类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等多个

学科。文化人类学家以文化作为研究对象, 文化

的形成与演变是其学科研究的题中之义, 但他们

所做的研究多是在田野调查基础上的描述性研究; 

生物学家则以生物演化的理论为基础建构文化演

化的生态学模型; 计算机科学家为文化演化研究

提供新技术、新方法(如计算机模拟)。 

文化演化的认知视角是心理学家切入文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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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研究的一个有趣方式。该视角将社会学习看作

理解文化演化的核心(Kline et al., 2018)。社会学习

指个体受他人影响而发生的学习, 这种影响可以

是对他人行为的观察, 也可以是个体与他人的互

动(Heyes, 1994)。不同于其它领域的文化演化研

究更加关注作为客体的文化如何在长时程中发生

变化, 文化演化的认知视角研究从“人”这一文化

的主体出发, 着眼于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个体认知, 

研究个体社会学习过程中对文化信息的加工、改

变、记忆与提取, 构成心理学家对文化演化这一

宏观问题的微观探察, 回答了如何从个体出发探

究文化动态性的问题。基于社会学习的文化演化

研究主要关注文化演化过程中三个互相关联的问

题领域: 文化在个体进行社会学习过程中呈现的

相似性(文化传承)、差异性(文化创新), 以及哪种

文化能更好地适应环境, 从而被环境选择而被最

终保留下来(文化选择)。本文将回顾并总结上述三

个问题领域, 及其体现的文化演化三原则, 介绍

相应研究热点与趋势, 并提出我们对这一领域未

来发展方向的看法。 

2  文化传承 

从文化演化的认知视角分析, 文化传承可以

被理解为个体在社会学习过程中学习已有知识。

同时, 文化传承也与文化演化的遗传原则相对应。

文化传承按参与者主体划分可分为以学习者为主

体的模仿和以教育者为主体的教导, 按传承内容

划分可分为工具性文化传承和习俗性文化传承。 

2.1  文化传承的路径 

2.1.1  模仿 

模仿是人的基本能力。研究显示, 个体模仿

能力的习得可追溯到婴儿早期(Heyes, 2018)。儿

童在产生目标导向的结果时, 会强烈地倾向于模

仿成年人的所有行为, 即使这些行为显得多余。

例如, 当成人给儿童示范用小棍操纵开关控制盒

子的开启与关闭时, 儿童会反复模仿操纵开关的

动作, 甚至在发现可以直接用手开关盒子更为简

便时 , 仍然反复操纵盒子的开关 (Nielsen et al., 

2012)。此时个体的模仿叫做过度模仿(overimitate), 

该过程中多余行为所包含的信息被称为冗余信息

(redundant information)。 

冗余信息既来自对信息机械地反复学习, 也

来自对信息的多层次加工和多角度学习。两者都

有助于文化信息的传承, 但后者效果更好。Acerbi

和 Tennie (2016)采用计算机模拟 (agent based 

modeling), 设置了动作序列长度 (虚拟任务完成

所需的步骤数量)、动作难度、学习次数(对信息的

机械学习)、信息层级(对信息的多层次多角度学

习)四个变量, 检验它们对学习效果的影响。模拟

结果显示, 随着动作序列长度的增加, 学习效果

显著下降。但通过调整动作难度、学习次数、信

息层级, 可以有效降低学习效果下降的速率。在

这三种途径中 , 个体通过对信息的多层次加工 , 

动作完成的成功率显著高于其它途径, 信息传递

的效果最好。 

2.1.2  教导 

文化传承的另一种类型是以教育者为主体的

教导。教导通常来自家长或教师, 不同文化背景

下教育者的教育实践差异明显。例如, 美国的家

长更多采用语言教导孩子, 而瓦努阿图(一个太平

洋上的群岛国家)的家长则更多采用非语言的方

式(如动作)教导孩子(Legare, 2017); 即使将关注

点集中于言语教导, 不同文化下教育者的教育实

践也存在差异, 研究者发现在对婴儿进行言语教

导时, 北美的父亲更多采用放慢语速的策略 , 而

瓦努阿图的父亲更多采用调整语调的策略(Broesch 

& Bryant, 2018)。再如, 相比现代社会, 在劳动力

密集型的农业社会, 父母会更早地教会孩子生存

的基本技能(如种植、收割、烹饪) (Lancy, 2014)。 

然而,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文化间的交流日

益密切, 教导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对文化传承的影

响如何？Mesoudi 等人(2016)调查了孟加拉裔英

国人(包括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和英国白人的文

化价值观 1。他们发现就集体主义价值观而言, 第

一代和第二代移民的得分都显著高于英国白人 , 

第一代移民得分显著高于第二代; 就个体主义价

值观而言, 第一代、第二代移民的得分与英国白

人差异不显著, 第一代与第二代移民之间的差异

也不显著。研究者还测量了性别、职业、家庭接

触、媒体使用等背景信息。回归模型显示两类价

值观的最佳预测因子不同: 媒体使用显著预测个

体主义价值观水平, 家庭接触显著预测集体主义

价值观水平。家庭接触涉及家庭互动以及家庭教

                     

1 第一代移民成长环境为孟加拉 , 成年后移民英国 ; 第二

代移民成长环境为英国的孟加拉裔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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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也就是说, 尽管孟加拉裔移民的个体主义水

平与白人无异, 其第二代移民的集体主义水平相

比第一代显著降低, 显示出多元文化对教导效果

的冲击, 但即便如此, 他们的集体主义水平仍显

著高于白人, 而家庭接触是预测集体主义水平的

重要因素, 因此教导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对文化价

值观的传承作用仍不可小视。 

2.2  文化传承的类型 

文化传承按传承内容可分为两类, 一是工具

性文化(如技术)的传承, 二是习俗性文化(如仪式)

的传承。 

2.2.1  工具性文化与习俗性文化的内涵与实验室

操纵方法 

工具性文化是指物理因果(physical-causal)逻

辑明确的文化信息。物理因果逻辑与社会约定

(social stipulation)相对 , 突出的是事物之间本身

具有的因果联系。例如物态变化的物理规律就反

映这种逻辑。在该规律基础上发展的人工增雨技

术就属于工具性文化。该文化具有两个特点: 其

一, 因果逻辑明确; 其二, 注重结果或目的。研究

者据此对工具性文化进行实验室操纵: 第一, 主

试给被试呈现初始状态与结果状态相异的动作序

列, 激发被试对动作序列逻辑的好奇心, 从而将

动作序列视为工具性文化; 第二, 主试在呈现某

动作序列的基础上通过语言线索 , 告诉被试“这

样做是为了……”来启动被试的工具性文化感知

(Clegg & Legare, 2017)。  

习俗性文化是指基于社会习俗, “约定俗成”

的文化信息。习俗性文化背后并无清晰的物理因

果逻辑做支撑, 例如旱季时人们的祈雨仪式。习

俗性文化的特点在于约定性。研究者据此对习俗

性文化进行实验室操纵: 第一, 主试给被试呈现

初始状态与结果状态相同的动作序列, 暗示一系

列动作的逻辑不清, 从而将动作序列视为习俗性

文化; 第二, 主试在呈现某动作序列的基础上通

过语言线索, 告诉被试“人人都这样做”来启动被

试的习俗性文化感知(Clegg & Legare, 2017)。 

2.2.2  不同类型文化传承保真度的差异 

研究者采用上述方式区分儿童对工具性文化

与习俗性文化的社会学习过程, 结果发现, 这两

种文化在传承过程中, 信息的“保真度” (fidelity)

存在显著性差异, 习俗性信息的“保真度”显著高

于工具性信息(Legare et al., 2015)。此外, 当设置

父母有机会帮助儿童完成社会学习任务时, 在儿

童学习习俗性信息时 , 父母会给予更多的帮助

(Clegg & Legare, 2017), 说明无论是儿童或成人

都更重视习俗性文化的准确传承。在另一项研究

中, 研究者对比了美国和瓦努阿图儿童学习这两

类信息时信息“保真度”的差异, 结果发现, 就文

化传承类型而言, 无论在美国或瓦努阿图, 相比

工具性信息, 儿童在学习习俗性信息时信息保真

度都更高, 习俗性信息的传承优势具有跨文化的

普遍性; 就国别而言, 两国儿童在学习习俗性信

息时信息保真度均较高(无显著差异), 但瓦努阿

图儿童在学习工具性信息时信息保真度显著高于

美国。由于美国代表个体主义文化, 瓦努阿图代

表集体主义文化, 研究者也据此说明: 相较于个

体主义, 在集体主义文化环境中, 文化传承的准

确性更高(Clegg & Legare, 2016)。 

研究者(Legare et al., 2015)将个体灵活地根

据信息类型而选择性地采取不同精度的模仿策略

称之为灵活性模仿(imitative flexibility)。灵活性模

仿的出现说明在个体的头脑中这两类信息的心理

意义不一致。工具性信息的物理因果逻辑相对明

确, 理解该信息需诉诸于理性, 属于认知加工中

的“冷加工”, 较少受到情绪、情感的影响, 只要能

够达到最终的结果, 中间过程是否与示范一致并

不重要, 所以相对而言工具性信息在传承中会有

较多细节的流失。然而, 习俗性信息的物理因果

逻辑不够清晰, 且“约定俗成”的性质往往伴随着

社会压力, 如果不能与他人保持一致, 就有被疏

离的风险, 因此理解该知识常常诉诸于感性, 属

于认知加工中的“热加工”, 受情绪、情感影响较

大。习俗性信息中的“仪式”, 正起着凝聚人心的作

用(邹小燕 等, 2018), 它能够协调人际行动、促进

群体协作(Cosmides & Tooby, 2013), 同时也起着

识别内外群体的作用。内群体成员通常共享一套

独特的仪式, 该仪式也代表了内群体成员对群体

的价值认同(McElreath et al., 2003)。研究也发现当

启动个体的社会疏离感时, 个体对习俗性信息的

模仿程度显著提高(Watson-Jones et al., 2016), 因

此可以推断, 习俗性信息传承的“高保真性”可能

是由个体满足归属心理需要的动机驱使的。 

3  文化创新 

文化传承固然重要 , 但如果仅有文化传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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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味守旧, 文化将成为一潭死水。文化演化既包

括传承已有的文化, 还包括在已有文化基础上的

创新和改变。由于时代的变迁、环境的变化、人

类认知的局限, 文化在传承过程中, 某些方面会

适应当时的社会发展, 另一些方面则可能会阻碍

当时的社会发展。而当文化不适应当时的社会发

展时, 正是推动文化创新的源动力。 

从文化演化的认知视角分析, 文化创新可以

被理解为个体在社会学习过程中探索新知。同时, 

文化创新也与文化演化的变异原则相对应。按照

文化“变异”的实际价值区分, 文化创新可分为低

层次和高层次的文化创新; 此外, 作为文化演化

领域的新兴热点 , 人类特有的累积性文化演化

(cumulative cultural evolution)也建立在文化创新

的基础之上。 

3.1  文化创新的层次 

文化创新具有层次性。最低层次的创新即仅

仅与已有文化相异, 例如在文化演化的实验室研

究中 , 儿童在模仿他人动作序列时出现的一些

“偏误”, 这些 “偏误”便被操作化定义为“创新 ” 

(Legare et al., 2015)。这样的“创新”看似没有实际

意义, 但却是更高层次创新的基础和前提。Scott- 

Phillips (2017)给被试短暂呈现 2 秒钟的图像信息, 

然后让被试在白纸上重现该图像。被试被随机分

配到两组, 其中一组呈现的很多线段隐约组成了

“ABC”的图案, 而另一组呈现的是相同数目、相

同形状的线段, 但排列杂乱无章。结果发现前者

重现效果显著优于后者, 换言之, 后者对信息进

行了更多的重构或创新, 且重构的图案更富结构

性。这一方面体现了经验(对 ABC 的认识)对创新

的影响, 另一方面反映了结构不良信息(随机组合

的线条)具有较大的创新空间。此外, 就习俗性与

工具性信息而言, 由于习俗性信息的“高保真性”, 

工具性信息的创新空间就比习俗性信息更大, 在

这个意义上, 创新与模仿构成此消彼长的关系。 

更高层次的创新具有目的性, 如解决一个新

问题, 或改良已有问题的解决方式(Fabry, 2017)。

有意义的创新并不容易。就石器的演化历程而言, 

从单面石器到双面石斧 , 人类历经了一百万年

(Stout & Hecht, 2017); 追踪文化创新可采用文化

产品分析法(丰怡 等, 2013), 如有研究者搜集了

从中世纪到现代的欧洲菜谱, 他们在对菜谱文本

编码的基础上进行数理统计, 发现随着时代的发

展, 菜谱中菜品的加工步骤、加工方法、原材料

数量都显著增长, 说明菜品的制作工艺越发精细, 

菜品的加工方法更加复杂(Lindenfors et al., 2015), 

体现出欧洲饮食文化创新的延续性。 

3.2  文化创新的代际传递——累积性文化演化 

累积性文化是指一代代人累积建立的文化。

累积性文化演化指由于在文化行为的社会传递过

程中对行为的逐渐修正而引起行为表现持续改善

的过程(Caldwell et al., 2018)。正是由于人类能够

利用一代代人积累的知识与经验才提供了文化累

积的可能性, 文化累积也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学习

和教导的深度和广度。文化行为的不断修正和改

善说明了累积性文化演化在人类认知创新成果代

际传递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Fabry, 2017)。累积性

文化演化的载体包括文字、图像、语音等。比较

心理学研究显示, 动物也具有社会学习能力, 但

由于缺乏文化累积的载体, 动物的社会学习仅限

于一代, 因此累积性文化演化为人类所特有, 从

而成为文化演化研究的热点(Dean et al., 2014)。 

从社会学习视角研究累积性文化演化是对该

过程的实验室微观模拟, 研究者通常采用传递链

的实验范式(Mesoudi, 2007; 辛自强, 刘国芳, 2012), 

由多名被试组成一条传递链, 被试按顺序依次传

递信息 , 每一位被试被看做“一代”, 如此模拟文

化的代际传递, 实现文化累积。 

在典型的实验情境中, 被试被要求依次完成

手工任务以模拟物质性文化的累积演化。在完成

实验任务时, 相较于不允许观察他人的条件, 允

许被试观察他人的实验过程或实验成品有利于实

验任务的更好完成 (Wasielewski, 2014)。比如 , 

Caldwell 等人(2016)要求被试折纸飞机 , 然后测

量其飞行的距离, 被试还被要求用陶土建一座手

工塔, 然后测量塔的高度。在每一项任务中, 都设

置 10 条传递链, 每条传递链 10 人。除第一人只

能单独完成实验任务外, 从第二人开始都可以看

到前一人的手工过程 , 从而决定自己的手工方

案。结果显示, 在传递链末尾的被试实验表现显

著强于传递链起始的被试(飞机飞得更远, 塔建得

更高)。这是由于被试在观看他人的操作过程中获

得大量的参考信息。在此基础上, 研究者更改部

分研究设计, 减少被试获取的信息量, 不让后续

被试观看前人的具体操作过程, 只呈现前人的操

作结果和操作效果数据。结果发现, 文化累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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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依然出现, 研究者认为就该实验任务而言, 操

作的效果取决于手工制品的物理结构, 而通过观

察成品的状态及相关数据已经能够获得足够的信

息, 因此即使省略了观察制作的具体过程, 也不

影响文化信息的累积。在此基础上, 研究者进而

关注任务难度在物质性文化累积演化中的作用。

Caldwell 等人(2018)要求被试利用提供的绳子打不

同复杂程度的绳结, 实验条件分为三种: 观看成

品组(只能看到绳结的最终状态)、中介状态组(可

以看到绳结最终状态和操作步骤小册子)、讨论教

学组(可以看到绳结最终状态、操作步骤小册子, 还

配备有老师可以请教), 研究结果表明当任务难度

持续增加时, 只有讨论教学组的任务完成度显著

超越另两组, 而当任务难度较低时, 讨论教学组

的优势则并不明显。这说明当任务难度增加时, 互

动与讨论在文化累积中的作用得以凸显, 相较于

被动的观察, 主动的讨论更有助于文化的累积演化。 

新近研究也开始关注社会性文化的累积演

化。在实验室情境中, 被试被要求依次完成社会

性信息传递任务以模拟社会性文化的累积演化。

如 Fay 等人(2018)设置两两一组的指路任务, 信息

发布者和信息接受者都有一份地图, 地图上有相

同数量的路标, 但仅信息发布者的地图上有线路

信息。信息发布者需要向接受者描述线路, 接受

者根据获得的信息在自己的地图上画出线路。在

这个过程中, 主试设置了 51 条传递链, 每一链条

8 名被试, 要求前一位被试(信息发布者)为下一位

被试(信息接受者)描述线路, 然后该信息接受者

又成为信息发布者为接下来一位被试描述线路 , 

以此类推。需要指出的是, 每一对被试所要完成

的指路路线均为主试事先设计的不同线路但任务

难度保持一致。实验要测量的便是信息接受者画

出路线的准确性, 同时被试的指路语句也被完整

记录。实验设置了两种实验条件: 26 条传递链被

设定为观察学习组(接收者被动接收信息), 剩余

25 条传递链被设定为讨论学习组(接收者与发布

者可交流互动)。结果发现, 从纵向的代际角度看, 

无论在哪类传递链中, 传递链末端的被试画出路

线的准确性均较传递链前端被试有明显提升, 说

明了文化累积效应的存在, 研究者认为这归功于

在信息传递过程中, 能够提高指路准确性的词汇

逐渐累积, 而对指路准确性有消极影响的词汇逐

渐消退; 从横向的实验条件角度看, 讨论学习组

的准确性显著高于观察学习组, 证明讨论互动对

于文化累积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在文化累积过

程中 , 被试对于指路相关的用语表达越来越熟

练、越来越准确, 而讨论互动则进一步澄清了传

播中的误解, 使信息传递更富效率。 

4  文化选择 

无论是文化传承或文化创新都是在一定的时

空条件下进行的, 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外部环

境的制约。这里的外部环境是相对于文化本身而

言, 因此除了包括生态环境因素外还包括人类的

认知机制特点。 

从文化演化的认知视角分析, 文化选择可以

被理解为个体在社会学习过程中表现出的倾向性

所造成的文化信息在保存率和再生率上的差异。

同时 , 文化选择也与文化演化的选择原则相对

应。文化信息的保存率与再生率越高, 说明文化

的适应性越强, 该文化在人群中的影响越广, 文

化的“生命力”越强。文化演化的过程就是文化不

断适应时空环境、适应人类认知机制的过程。 

4.1  基于行为生态学的文化选择 

行为生态学关注环境因素(如种群密度、竞争

性、资源稀缺性、病原体流行率等)对人类及动物

行为的影响(Varnum & Grossmann, 2017)。就文化

演化而言, 人口规模是影响文化“生命力”的重要

因素, 人口规模越大, 文化创新的概率越大(Leite, 

2016)。具体地, 研究者研究了人口规模以及时间

因素对沟通系统演变的影响。他们让被试完成据

意画图(Pictionary Task)的游戏任务2, 并要求被试

使用这些图示进行沟通。研究者将沟通小组按人

口规模分为“2 人组”和“8 人组”, 将沟通时最早画

出的图归入“早期图”, 最晚画出的图归入“晚期

图”, 从而构成了后续实验的实验材料。对于沟通

系统的演变而言, 使用者能够明白其含义(易学性, 

learnability)并能够忠实地再现其中的符号 (可用

性, usability)是十分重要的两方面。在后续实验中, 

研究者将人口规模作为被试内变量, 将时间因素

作为被试间变量, 将沟通系统的易学性3和可用性
4作为因变量。结果发现, 被试对“早期图”的识别

                     

2 如根据“剧场” “博物馆”等概念来画出相应的图。 
3 要求被试看图猜词意, 在 20 个备选项中选择正确选项。 
4 要求被试看到词再现与之对应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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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显著高于“晚期图”, 对“晚期图”的再现比例

显著高于“早期图”。也就是说, 人类的沟通系统往

更加便于使用的方向演化(图示更加简易, 容易再

现), 但同时沟通系统也变得更加难学(图示更加

抽象 , 不易理解 ), 即出现可用性超过易学性

(usability trumps learnability)的现象。在此基础上, 

相比“2 人组”条件, “8 人组”条件下易学性的损失

会减弱, 可用性的提高会增强。研究者的解释是

在更大规模人口的条件下, 沟通系统迭代次数更

多 , 更容易简化 , 便于使用; 而迭代次数的增多

虽然增加了变异的可能, 但有效信息在竞争中更

加凸显 , 因此易学性得到了增强(Fay & Ellison, 

2013)。此外, 还有研究者关注人口规模与生产工

具丰富性与复杂性之间的关系, 他们调查非工业

化的食物生产社群, 运用档案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证实人口规模越大, 社群的生产工具越丰富 , 生

产工具复杂程度越高, 即物质资料生产方面的文

化演化水平更高(Collard et al., 2013)。 

然而, 最近的研究指出更大的人口规模并不

一定会促进文化演化, 只有适度的人口规模才能

促进文化的累积演化(Fay et al., 2019)。该研究采

用本文之前提及的折纸飞机范式。实验共分 4 种

条件: 个体学习(传递的每一代都是同一人, 只能

参考自己的信息)、1 人/代社会学习(传递的每代

参考上一代的信息, 每代 1 人)、2 人/代社会学习

(传递的每代参考上一代的信息, 每代 2 人同时分

别进行)、4 人/代社会学习(传递的每代参考上一

代的信息, 每代 4 人同时分别进行), 每种条件的

传递链长度为 8 代。结果显示, 当人口规模增加

时, 纸飞机的飞行距离显著增加, 但值得注意的

是这仅限于传递链中的第 1 代。随着传递过程的

持续进行, 研究者比较第 8 代与第 1 代的纸飞机

飞行距离差值, 发现个体学习、1 人/代组纸飞机

飞行距离显著增加, 而 2 人/代、4 人/代组飞行距

离增加不显著。此外, 随着群体规模的增加, 相邻

代际的飞机相似性降低。结合上述两方面的结果, 

研究者指出超过一定限度的群体规模会削弱学习

的效果, 也会抑制学习的保真度, 这主要是由于

每代人数过多时信息过载, 被试看到过多的折纸

过程, 超过工作记忆限度, 因此影响了累积性文

化演化的效果(Fay et al., 2019)。 

环境的竞争性也影响文化的演化。群体间的

竞争可以提高群体内部信息的传递数量和质量。

研究者让被试通过计算机完成一个编织虚拟渔网

的游戏任务, 游戏分为 4 组(每组 5 人), 在游戏进

程中, 各小组被试都会积累一定的织网经验 , 并

进行虚拟捕鱼, 所捕获鱼的数量和重量都直接与

最终得分挂钩, 被试可向本组的其他人学习编织

渔网的技巧。学习的内容分为两类: 一是学习“成

品”, 了解渔网的最终造型; 二是学习“过程”, 了

解渔网的制作步骤, 而这两类学习所需的代价不

同(学习“过程”的代价更高, 代价为个人所积累的

得分)。实验条件分为两类: 一是组内竞争, 最终

比较每个个体的得分; 二是组间竞争, 最终比较

各小组被试的总分。结果显示, 在组间竞争条件

下, 学习他人技能的“交易”价格显著降低, 从而

出现更多的学习行为与此同时, 学习“过程”的比

例超过学习“成品”的比例 ; 而在组内竞争条件 , 

学习“成品”的比例则超过了学习“过程”的比例 , 

说明组间竞争时, 个体更愿意分享更细致的技能

知识给群体内成员。因此, 群体间的竞争不仅提

高了群体内部信息的传递数量, 还提高了群体内

部信息的传递质量(Derex et al., 2014)。 

4.2  基于人类认知机制的文化选择 

文化演化的环境还包括人们的心理需求, 人

的需求直接影响着文化信息的传播与扩散。有的

文化信息内容天然具有传播的优势, 这被称作文

化传递的内容偏差(content bias)。如社会类信息、

生存类信息更易得到传播, 分别被研究者称之为

“社会信息偏差” (Mesoudi et al., 2006)与“生存信

息偏差” (Nairne & Pandeirada, 2008)。这是因为人

具有社会性, 对社会信息更敏感; 安全感是人的

基本需要, 所以对生存信息也较为敏感, 由于适

应性的影响, 人们更倾向于相信负面信息, 且更

容易传递负面信息 , 以保持警觉 (Fessler et al., 

2014)。研究者采用传递链范式来研究文化信息的

传递, 他们给被试提供每条近百字的都市传闻(包

括社会类信息 , 如“一对网恋情侣竟是现实生活

中的父女”; 生存类信息 , 如“蜘蛛爬到某女士的

头发上, 最终将她致死; 合并类信息5, 如“男孩被

黑帮袭击”; 控制组信息, 如从维基百科中截取的

关于某峡谷的描述 ), 然后让被试依次传递该信

息。结果发现, 被试复述信息的完整程度随着传

递次数的增加而显著下降。被试复述社会类与合

                     

5 指社会类与生存类合并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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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类信息的准确性显著高于生存类信息, 而生存

类信息的准确性又显著高于控制组, 验证了社会

信息偏差与生存信息偏差的存在, 同时社会信息

偏差的效应较生存信息偏差更强 (Stubbersfield  

et al., 2015), 这可能是因为社会信息更能吸引人

们的注意, 而研究中的生存信息与被试关系较远, 

心理距离过大导致其效应不及社会信息。 

除了社会信息偏差、生存信息偏差等内容偏

差, 文化传递还存在情境偏差(context bias), 即文

化传递受到文化内容之外的情境所影响。例如 , 

频变偏差(frequency-dependent bias), 即多数人认

同的信息更具有传递优势(Nakahashi et al., 2012), 

就是情境偏差的典型例子。在一项研究中, 研究

者将文化信息界定为人们对于情境的描述。该实

验情境为主试在计算机上给被试呈现多条(2~6 条)

曲折线段, 让被试选择其中最长的一条。当被试

选择之后, 会给他呈现“大多数人认为第……条最

长”, 这代表众人持有的文化信息。需要指出的是, 

实验者已经通过程序设定这一条并非被试所选的

那条, 最后问被试是否改变自己的初始选择 , 服

从众人的选择。如果被试服从众人选择, 说明与

众人描述相关的文化信息得到了传递。被试被随

机分配到 3 个实验组, 分别需要在 2 条、4 条、6

条曲线中选择最长的一条, 难度依次增加。结果

发现, 当 2 选 1 时, 约 10%的被试改变了初始选择; 

4 选 1 时, 约 25%的被试改变初始选择; 6 选 1 时, 

约 30%的被试改变初始选择, 说明当任务难度增

加时, 被试对自己的选择越来越不确定, 这种不

确定感激发了其从众的行为, 此时多数人认同的

文化信息更加具有传递优势(Muthukrishna et al., 

2016)。 

此外, 情境偏差还包括收益偏差(payoff bias)

或成功偏差(success bias)。由于人们渴望获取收益, 

取得成功, 因此那些成功人士(富人、权力地位高

的人、有名望的人)的想法与行为也更易于被大众

所模仿, 即使在儿童身上都能发现这种现象。在

一项以儿童为研究对象的实验研究中, 研究者给

儿童呈现两种情境, 一是有旁人注视某个体的行

为, 二是旁人忽视某个体的行为, 研究者发现仅

在第一种情境中, 儿童会选择模仿或偏爱该行为

(Chudek et al., 2012), 旁观者对该个体的注视意

味着该个体的社会地位较高, 而忽视则意味着该

个体社会地位较低, 儿童会通过这一观察线索推

知该行为的适应性后果从而做出自己的决定。

Molleman 等人(2014)总结了当人们在面对结构清

晰的决策情境时(明确肯定会有更为有利的选择), 

更多受到收益偏差的影响, 此时收益、成功相关

信息更具传递优势; 当人们面对结构不清晰的两

难决策情境时, 更多受到频变偏差的影响, 此时

多数人认同的信息更具有传递优势。 

5  总结与展望 

5.1  认知视角下文化演化研究的特色与优势 

文化演化本身是一个宏观的研究主题, 是从

较长时间尺度来刻画文化的演变。同时, 文化演

化也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主题, 不同学科或研究

视角对这一主题的切入点不尽相同。就认知视角

的文化演化研究而言, 它是心理学家切入其中的

独特方式, 与其它视角相比, 具有自己的特色与

优势。 

首先, 认知视角的文化演化研究为文化演化

提供了微观的分析单元。这是研究者们通过着眼

于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个体, 研究个体社会学习过

程中文化信息在人脑中的存留来实现的。与其它

领域较为宏观的文化演化研究相比, 认知视角的

研究侧重于作为主体的人, 而不仅仅是作为客体

的文化。通过对文化演化过程中人的认知机制即

社会学习机制的研究, 得以从个体出发探究文化

的演变过程, 实现了对宏观问题的微观考察。 

第二, 认知视角的文化演化研究将长时程的

文化演化短时程化, 提取了文化演化中的个体认

知思维内核。以累积性文化演化的研究为例, 累

积性文化演化本来指一代代人对文化的积累过程, 

时间尺度决定了无法对其进行实验控制, 而传递

链范式的提出模拟了文化的代际传递, 而又保持

了累积性文化演化的内核——不同个体经验的累

加传递, 把长远的文化演化缩短到可以观察的时

间段内。 

第三, 认知视角的文化演化研究还可以更好

地探索变量间的因果关系。由于认知视角的文化

演化研究大多由实验室研究组成, 可以通过被试

的随机化以及对实验条件的主动控制, 得出变量

间因果关系的结论。而其它领域的文化演化研究

要么依赖于材料的挖掘与整理, 采用定性研究方

法描述文化的发展变化(如文化人类学), 要么仅

仅对文化演化过程进行生态学的模型构建与推演

Adv
an

ce
s i

n 
Psy

ch
ol

og
ic

al
 S

ci
en

ce



2144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28 卷 

 

 

(生物学 ), 进行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实验研究 , 

因而无法回答变量间的因果关系问题。 

第四, 认知视角的文化演化研究扩展了文化

演化研究的研究方法。它所主要采用的实验室实

验法为实现上述三种优势提供了条件。 

此外, 认知视角下得出的结论也正可以与其

它领域、其它学科的文化演化研究结论相参照 , 

进一步检验结论的可靠性, 这也是认知领域实验

研究能够提供的贡献。总之, 实验室环境下的行

为实验研究是心理学的方法特色(辛自强, 刘国芳, 

2012), 通过对个体社会学习过程的实验模拟, 实

现对文化演化认知机制的实证探究, 积累了文化

演化研究中文化传承、文化创新、文化选择的实

证数据, 进一步从实证角度证明了上述领域的研

究发现所对应的文化演化三原则(遗传、变异与选

择)的科学性。 

5.2  从研究概念、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三方面推

进认知视角下的文化演化研究 

第一, 在研究概念上探索更高层次的文化创

新。目前社会学习领域很多研究所使用的创新概

念, 关注的是较低层次的创新, 仅仅与已有文化

有差异就被认为是创新。这种创新也被称作“盲目

式创新” (blind innovation), 具有随机性, 缺乏系

统性 ; 而更高层次的创新被称作“引导式创新” 

(directed innovation), 具有系统性和目的性, 如工

具的创新(发明新工具或以新的方式使用已有的

工具); 虽然“盲目式创新”是“引导式创新”的基础, 

为后者提供知识和经验(Legare & Nielsen, 2015), 

但实际上, 只有引导式创新才会真正地推动文化

的累积演化。创造力是人类认知的精华, 基于更

高层次创新的文化演化研究有着更大的社会价

值。未来研究可以设置需要被试动用创造力完成

的实验任务, 研究更高层次文化创新, 如工具创

新的认知机制及影响因素。此外, 研究更高层次

的文化创新可以尝试提出颠覆性文化演化概念并

研究其机制。颠覆性文化演化借鉴于颠覆性创新

(disruptive innovation)的概念(Kumaraswamy et al., 

2018), 颠覆性创新产生于商业管理领域, 它与累

积性或持续性创新不同, 并不针对现有发展路径

进行小修小补式的改良和改造 , 而是独辟蹊径 , 

从平价和易于操作两方面着手, 吸引新的客户市

场, 从而带来整个营商环境的改变。与之相对应, 

我们也有理由设想颠覆性文化演化的可能性, 在

文化演化的过程中, 也并不总是风平浪静, 有时

也会出现剧烈的变化, 一些意识形态领域的关键

概念在其中或许扮演着重要的作用, 概念所具备

的简单、易懂、实用等特性更促进了其传播的广

度和深度(黄兴涛, 2019)。由此可见, 无论是在商

业还是在文化领域, “直指人心”, 符合人们认知规

律的易得性都是能够实现“颠覆”背后的关键因

素。后续研究可以构建颠覆性文化演化的概念和

理论, 从文化信息的易得性出发探讨相关的认知

机制。 

第二, 在研究思路上扩展文化演化的前因变

量。例如研究社会规范对文化演化的影响。从文

化传承的角度来看, 社会规范也是文化信息的组

成部分, 而且属于前述的习俗性文化。从文化选

择的角度来看, 基于行为生态学的文化选择, 除

了关注自然生态的影响外, 还应关注社会生态的

影响。社会规范就是社会生态的具体体现。Tam 

(2015)发现 , 人们在传递文化信息时不仅传递自

己所持有的内化的文化信息, 还会根据社会规范

传递自己可能并不认同的尚未内化的文化信息。

Amato 等人(2018)利用 Google Ngram 数据库研究

语言的演变(包括西班牙语和英语), 利用数学建

模方法建构出模型, 显示出外在的正式制度、自

上而下的强制改变与非正式制度、自下而上的自

发改变会导致不同的语言演化模式: 正式的制度

化影响使语言改变路径更为剧烈, 而非正式制度

的影响使语言改变路径更为和缓。Schulz 等人

(2019)从人类学(亲属制度)、历史学(中世纪东、

西欧教会对表亲结婚不同的容忍度)的视角回答

了一个心理学的问题(为什么西欧人及西欧裔的

美国人、澳洲人具有 WEIRD6的特征, 并表现为个

体主义的心理特点)。他们搜集了历史数据和现实

数据, 指出是中世纪的西欧教会对表亲婚的严厉

禁止以及对一夫一妻制的推崇, 使得西欧的亲属

制度强度发生弱化, 从而演化出核心家庭的发展

趋势 , 并最终体现为西欧裔白人群体的 WEIRD

特征与个体主义的心理特点。外在的正式制度类

似于社会规范中的指令性规范, 而非正式制度类

                     

6 研究者 Henrich 等人将现有研究中的西欧裔白人被试的

特征总结为西方的(Western)、受教育的(Educated)、工业化

的(Industrialized)、富裕的(Rich)、民主的(Democratic), 并

认为这其实代表的是一类特殊的、奇怪的(WEIRD)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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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于社会规范中的描述性规范, 上述规范可以在

实验室环境中被激活(陈维扬, 谢天, 2018)。社会

规范的相关研究可以启示我们在区分工具性文

化、习俗性文化的基础上, 进一步将习俗性文化

区分为描述性质和指令性质的文化。未来研究可

以探索描述性规范、指令性规范对文化演化的影

响过程, 通过激活相应的规范并设置文化信息的

传递任务, 观察、总结不同规范情境下文化信息

传递的特点, 进而探讨不同性质规范与文化演化

间的因果关系。除此之外, 还可以研究状态性变

量对文化演化的影响。已有研究关注各类认知偏

差对文化演化的影响, 但忽略了个体的状态性变

量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状态性变量中的状态包括

个体的生理与心理状态。Nettle (2019)提出同一个

体在不同的状态下会表现出不同的认知倾向和认

知偏差。他以个体的饥饿状态为例, 指出当个体

处于饥饿状态时, 会更容易从众, 此时文化信息

的利用率会提高。未来研究一方面可以设计实验

进行验证, 另一方面可以关注其它状态性变量如

专注度、紧张度乃至于体力对文化演化的影响作

用。对状态性变量的关注有利于解释文化演化过

程中个体所表现出的变异。  

第三, 在研究方法上结合新技术加深对文化

演化的理解。例如已有研究在对累积性文化演化

研究时, 主要利用传递链范式进行研究, 这种传

递链通常为单链传递。而实际生活中人们生活在

社交网络之中, 受到来自社交网络各个方向的影

响。随着计算社会科学的发展, 社会网络分析方

法使分析多角度多方向的信息传递成为可能(郑

路, 2017)。通过分析社交网络的密度可以研究文

化信息在社交网络中扩散的速度。再如, 随着科

技的迅速发展, 一方面, 人们的社会学习平台从

实时的面对面学习扩展到基于互联网的学习。文

化演化、传递的平台也得到极大的拓展, 从传统

的纸媒、广播、电视, 再到计算机乃至近年来迅

速普及的智能手机, 文化信息的传递与获取越来

越方便。那么新的文化演化载体相对于传统的载

体而言, 会对文化演化产生哪些独特性的影响？

随着新科技的发展, Sparrow 等人(2011)发现 google

搜索引擎的广泛使用使得人们的记忆习惯发生改

变, 个体对具体信息的记忆不再重要, 取而代之

的是记住如何利用互联网搜寻信息, 互联网成为

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 而集体记忆恰是文化的一

部分(共享社会认知)。互联网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

载体, 网络信息实时更新的特点可能会使文化演

化的速率进一步加快, 未来研究可以设法验证这

一推论。另一方面, 近年来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

使得文化信息的呈现更具沉浸性(Slater & Sanchez- 

Vives, 2016), 个体利用该技术进行文化学习会更

有代入感, 尤其是对于工具性文化信息以及操作

技能的学习, 该技术能够创设更仿真的学习环境, 

增强实验室模拟研究的生态效度。未来研究可以

借助这些新媒体、新技术, 探讨文化演化的新特

点、新趋势。此外值得一提的是, 随着技术的进

步, 大数据方法也越来越多地被引入文化演化的

研究之中。与实验室实验法不同的是, 大数据方

法收集的数据是在真实生活中自然产生的数据 , 

数据真实度高, 数据容量巨大, 数据包含的噪音

量也很大, 需要研究者结合理论进行甄别(Qiu et al., 

2018)。在数据的可得性方面, Google 公司已将九

种语言的数以百万计的图书数字化, 为学者们分

析海量文本信息提供了平台。研究者利用 Google 

Books Ngram 分析了上述数字化出版物的词频变

化(1800-2000 年), 发现了集体主义价值观下降以

及个体主义价值观上升的总趋势(Greenfield, 2013), 

对中文出版物的研究(1970-2008 年)也验证了这一

结果(Zeng & Greenfield, 2015; Hamamura & Xu, 

2015)。不过, 最近研究者对 1980-2008 年的中文

出版物进行了再研究, 他们利用被试(包括普通大

众和专家学者)评定结果将探查词按感知的文化

重要性(perceived cultural importance)分为三类(高、

中、低), 然后分析这些词的词频变化, 发现在中、

低条件下能够复现已有结论, 而在高文化重要性

条件下, 集体主义相关词频不降反升, 说明文化

传统 (文化核心价值观 )的重要解释力 (Zhang & 

Weng, 2019)。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做更为细致的

研究, 如结合社会学习理论, 分析不同性质出版

物的词频变化, 教材作为学习的重要载体, 可作

为研究焦点加以分析。除了出版物以外, 大数据

还来自人们的各类社交媒体以及各类移动 APP 电

子记录, 这些数据的生态效度优势可以与内部效

度更高的实验室研究数据互补, 实现对文化演化

的多角度、多层次探究分析。 

5.3  发挥文化演化对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助推作用 

文化心理学将文化与心理视为相互交织、不

可分离的两个变量, 探讨文化与心理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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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ne, 2015)。文化演化的认知机制研究所包含的

“文化”、“认知”正是文化心理学研究的“题中之

义”。有研究者将文化心理学领域中不同范式的研

究总结为文化心理学发展的四次浪潮(赵志裕 等, 

2015), 而文化演化的认知机制研究正好处于文化

心理学发展的最新浪潮, 借鉴相关研究主题与方

法可以助推文化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 

具体而言, 这四次浪潮一是进行比较研究的

跨文化心理学范式; 二是进行类型区分与深描式

研究的本土心理学范式; 三是动态建构的多元文

化心理学研究范式; 四是重视文化间互动以及文

化的动态变化的文化会聚心理学研究范式(Morris 

et al., 2015)。相对而言, 前两次浪潮更关注文化的

静态方面, 将文化视为稳定的实体, 要么从客位

视角探讨不同文化下人们的心理差异, 要么从主

位视角探讨本土文化对心理的影响; 而后两次浪

潮发轫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 文化变迁速率大大

加快, 更关注文化的动态方面, 将文化视为变化

的过程, 文化的动态建构首次将文化启动实验引

入文化心理学研究, 开辟了文化与心理因果关系

的探究, 多元文化主义尊重文化间的差异, 主张

保持文化的本土特征, 而文化会聚主义对文化互

动、文化变化更为关注, 认为文化的本土特征是

可以变化的, 文化会聚主义也强调实验方法的应

用, 使文化与心理的因果关系探索进一步深入。

文化演化研究关注的是文化的动态变化, 属于文

化心理学发展的第四次浪潮, 因此文化演化研究

在近年来热度持续攀升。此外, 文化心理学界对文

化动态性的重点关注还体现在 Kashima 等人(2019)

直接提出文化动态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cultural 

dynamics)的概念, 并指出文化演化是该心理学研

究的重要进路。他们将文化动态性具体分为三个

过程: 新异文化信息的产生、文化信息的社会传

递、文化信息流行度的改变, 与本文涉及的文化

创新、文化传承以及文化选择遥相呼应。 

就文化心理学的第四次浪潮——文化会聚主

义而言, 文化混搭(cultural mixing)研究是其中的

一部分, 它关注的是不同文化元素在同一时空呈

现的文化交流现象(Chiu et al., 2011; 彭璐珞 等, 

2017)。这一新兴的研究主题主要是从横向的角度

研究文化的互动及其影响。而文化演化的心理学

研究则主要是从纵向角度将演化论的相关概念与

理论同心理学的社会学习理论以及行为实验研究

方法相结合 , 研究文化的变迁 (俞国良 , 谢天 , 

2014)。与早期静态的心理测量性质的跨文化比较

研究相比, 文化演化研究与文化混搭研究一同丰

富了关于文化动态变化过程的实证探索, 也推进

了实验法在文化心理学领域的应用, 为文化与心

理的因果关系探究开辟了更宽广的道路。文化会

聚主义认为, 古往今来, 文化间的互动从未停止。

由于文化间的频繁互动, 旧的文化不断演进, 新

的文化陆续诞生(赵志裕 等, 2015)。文化混搭与

文化演化的相互关系也是一个颇有趣味且有意义

的研究课题, 文化混搭可能也会是文化演化的动

力之一, 例如禅宗即是印度佛教与中国原始道家

思想以及儒家思想的结合, 宋明理学尤其是心性

论亦迎合了儒释道三家合流的历史趋势。文化混

搭的研究探索了不同文化混搭的结果对心理的影

响 , 但未能回答文化到底是如何混搭在一起的 , 

什么样的文化能够混搭在一起改变原有的文化 , 

甚至形成新的文化？不同文化相遇时, 影响力相

当的文化可能更能碰撞出创新的火花, 如果强势

文化与弱势文化相遇, 则弱势文化更可能被强势

文化所同化。未来研究可以借鉴传递链范式, 提

供文化混搭的故事情境让被试迭代传递, 通过设

置故事情境中不同文化信息的数量操纵特定情境

下文化的影响力(如东方元素<西方元素; 东方元

素=西方元素; 东方元素>西方元素), 观察信息传

递的动态变化。再如, 不同文化间信息的互补可

能使文化混搭更容易被人接受从而有利于文化演

化, 未来研究也可控制实验材料中文化信息的互

补性 (如内容与形式的互补 )来探索文化演化的

动力。  

此外, 就文化与心理的相互关系而言, 目前

文化心理学领域的大量研究主要关注文化对心理

的影响。无论是心理特征的跨文化比较还是文化

启动或文化混搭与心理特征的因果关系探索, 着

重探讨的是文化对心理的单向影响, 文化差异被

认为是心理变异的原因。但文化与心理的关系是

双向的, 文化既影响心理, 心理也同时影响着文

化。文化演化的认知机制研究已经从实证角度揭

示出个体的心理、认知特点确实会影响文化的传

承与变化, 这正是对已有文化心理学研究的有益

补充, 为探查心理对文化的影响提供了研究范例, 

为更全面考察文化与心理的关系提供了研究路

径。例如现有的文化演化心理学研究虽然已经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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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个体认知特点(如各类认知偏差)对文化演化的

影响, 但对个体个性心理特征的关注还较少。近

年来, 有研究者(Rawlings et al., 2017)探索了儿童

的人格与其在社会学习中模仿或创新的关系, 发

现宜人性高的个体更倾向于模仿他人, 他们想与

他人行为一致以维持良好关系; 神经质高的个体

(容易焦虑)也倾向于模仿他人, 他们想与他人一

致以减轻焦虑 ; 开放性高的个体更倾向于创新 , 

因为他们喜欢探索陌生情境。而关于外倾性与模

仿或创新的关系研究, 结论并不一致。外倾性强

一方面可以使用到更多的社会信息以供模仿, 另

一方面也可能因争强好胜而在创造力测试中取得

良好成绩, 体现为创新。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

索外倾性与模仿或创新关系的内在机制; 还可以

借鉴传递链范式, 考察不同个性特征的个体在文

化传递任务中的表现, 研究个性心理特征对累积

性文化演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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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gnitiv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evolution: Exploring cultural dynamics 
from the view of social learning 

CHEN Weiyang1, XIE Tian2 
(1 Research Institute of Social Development,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 

(2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Cultural evolution is a topic of concern for multiple disciplines. The cognitive perspective is a 

way for psychologists to enter into this domain. It focuses on individual cognition in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while studying the processing, change, memory, and extraction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in 

individual social learning. Drawing on Darwin’s theory of biological evolution, it involves cultural inheritance,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cultural selection, additionally it proposes three principles of cultural evolution, i.e. 

inheritance, variation, and selection. The paths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include imitation and teaching, as well 

as the specific types of instrumental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conventional cultural inheritance. Cultural 

innovation is hierarchical, and cumulative cultural evolution, which is peculiar to human beings, is based on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reflects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cultural innovation. Cultural selection 

based on behavioral ecology and the human cognitive mechanism would result in differential adaptation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Future studies could explore higher levels of cultural innovation, expand the antecedent 

variables of cultural evolution, and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cultural evolution with new technologies. In 

addition, future research could promote the study of cultural psychology, study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mixing, and the effect of personality on cultural evolution. 

Key words: cultural evolution, social learning, cultural inheritance, cultural innovation, cultural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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